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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继休谟(David Hume)的“旧归纳之谜”后，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其著作《事实、虚构和预测》(1955
年)中提出的“新归纳之谜”，即“绿蓝–蓝绿悖论”(简称“绿蓝悖论”)，在西方哲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

讨论。关于“绿蓝悖论”的解悖方案层出不穷，有语言论方案、科学方法论方案等等。其中古德曼、阿钦

斯坦(Peter Achinstein)以及范式模型的解悖方案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且在众多解悖方案中比较具有代表

性。文章通过对这三种不同解悖方案的分析探讨，进一步探究了“绿蓝悖论”解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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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Hume came up with the induction riddle, Nelson Goodman proposed the new riddle of induc-
tionin his book Fact, Fiction and Prediction (1955), namely the “grue-bleen paradox”, which has 
caused extensive discussion in western philosophy circles. Solutions to “grue paradox”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including language theory,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nd so on. Among them, 
Goodman’s method, Peter Achinstein’s method and the programme of the paradigm model take 
different research paths, and are relatively representative among many solu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se three different solutions to the paradox,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grue paradox” is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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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析古德曼的解悖方案 

古德曼在《事实、虚构和预测》中首次提出“绿蓝悖论”并进行陈述[1]。设想在时刻 T 之前观察到

的所有翡翠都是绿色的，此作为证据 e，通过归纳推理就能得到假设 h：所有翡翠都是绿色的。 
随后，古德曼引进了“绿蓝”(Grue)和“蓝绿”(Bleen)的概念，并定义为： 
某物 X 是绿蓝的，当且仅当：X 是绿的并且在时刻 T 之前已被检查过，或者，X 是蓝的并且在时刻

T 之前未被检查过。 
某物 X 是蓝绿的，当且仅当：X 是蓝的并且在时刻 T 之前已被检查过，或者，X 是绿的并且在时刻

T 之前未被检查过。[2] 
如果按照上述“绿蓝”的定义，根据证据 e (时刻 T 之前所检验的翡翠都是绿色的)，就能够得出在 T

之前检验到的翡翠都是绿蓝色的结论，根据归纳推理就可以得到假设 h’：所有翡翠都是绿蓝的。 
如果根据假设 h，那么在时刻 T 之后，翡翠是绿色的；但是根据假设 h’，那么在时刻 T 之后，翡翠

则是蓝色。而这两个结论相悖，这就是古德曼的“绿蓝悖论”。 
对于这一悖论，古德曼提出了自己的解悖方案。他认为绿色与绿蓝不同，绿色一词更具有牢靠性

(entrenchment)，即绿色这个词比绿蓝更固定，其在过去的记录中使用更频繁。另外，古德曼提出了一个

新的术语“投射”(project)，投射包括了预测、概括、归纳推理等概念。他区分了可投射性与不可投射性

的假设，如果说“所有的 A 是 B”是可投射性的假设，就意味着通过“已观察到的 A 是 B”这一事实可

以证明“所有的 A 是 B”这一假设。他认为一个假设是否可投射取决于假设中谓词的牢靠性。而谓词的

牢靠性取决于这一谓词在过去被投射的频率。“绿蓝悖论”中，假设 h：所有翡翠都是绿色的，其包含

的谓词“绿色”在过去实际上经常被投射；而假设 h’：所有翡翠都是绿蓝的，其包含的谓词“绿蓝”则

在过去实际上的投射完全少于“绿色”，因而比起“绿蓝”，“绿色”更具有牢靠性。因此，假设 h 是

可投射性假说，而 h’不是。 
假设 h 与假设 h’所预测的结论相矛盾，但它们所检验的实例都是真的。但是由于“绿色”比“绿蓝”

一词更具牢靠性，所以假设 h 具有可投射性。换句话说，假设 h 是可预测的、可以通过推理得到的，而

“所有翡翠都是绿蓝”的假设 h’是不可预测的。尽管所有翡翠的检验实例都是正确的，但该假说 h’并没

有从这些实例中得到肯定的支持。这个假说被其相反的假说 h“所有翡翠都是绿色的”覆盖(overridden)
了。假说“所有翡翠都是绿色的”与前一假说有相同数量的实例，但是绿色这一术语比绿蓝更牢靠，它

的使用更频繁，实际上更被人们所采用。 
古德曼的解决方案基于人们日常语言的使用，在过去有更多良好记录的谓词比拥有更少良好记录甚

至没有任何良好记录的谓词更具牢靠性。可以看到古德曼引入了非逻辑的实践标准[3]，逃离逻辑层面所

陷入的困境。但是其解决方案仍旧存在令人质疑的地方。比如，根据现有的过去的使用记录就一定能得

到正确的投射频率吗？现有的使用记录是有限的，并不一定能够包含所有被使用的频率。况且他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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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良好记录的明确标准并不清晰，怎样的记录才能够算得上是良好记录呢？另外，对于他所提出的牢

靠性和可投射性的概念在逻辑上并没有做一个明确的阐释。 

2. 探析阿钦斯坦的解悖方案 

阿钦斯坦对绿蓝与蓝绿的定义与古德曼对此的定义略有不同，但是目前为止这一区别对于解决绿蓝

悖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阿钦斯坦将绿蓝以及蓝绿定义为： 
某物 X 在时刻 t 是绿蓝的，当且仅当：X 在 t 时是绿的并且 t 在 T 之前，或者，X 在 t 时是蓝的并且

t 不在 T 之前。 
某物 X 在时刻 t 是蓝绿的，当且仅当：X 在 t 时是蓝的并且 t 在 T 之前，或者，X 在 t 时是绿的并且

t 不在 T 之前。 
阿钦斯坦最初提出了区分时态谓词与非时态谓词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涉及到特定时间的谓词即时态

谓词是不可投射的。如此，由于绿蓝和蓝绿的定义涉及到特定时间，因而这两个时态谓词是不可投射的。

但是后来他发现并不是所有涉及到特定时间的谓词都不可投射，比如说：假设有一条哈佛大学生产的领

带，上面印着 MCMLVI，而且我们采访的所有此类领带的主人都是 1956 年毕业于哈佛的，我们可以合

理推断，所有这类领带的主人都是 1956 年毕业于哈佛的，尽管“1956 年毕业于哈佛的”表达一种时间

属性，但仍旧能够被投射。[4] 
这样一来，阿钦斯坦上面所提到的时态谓词不能被投射这一解释似乎不太合适。但是，他认为绿蓝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间属性，它是一个析取性质的谓词。 
“绿蓝”具有如下形式的析取： 
(1) X 具有性质 P，当且仅当 X 在时间 t (t < T)具有性质 Q1，或者 X 在时间 t (t ≥ T)具有性质 Q2。 
Q1 和 Q2 是不兼容的。或者用一个更一般的形式： 
(2) X 具有性质 P，当且仅当 X 具有性质 Q1 并且包含条件 C，或者 X 具有性质 Q2 并且不包含条件

C。 
如果所有被检测的 P 都是 Q1 并且包含条件 C，就会产生古德曼悖论。 
阿钦斯坦提出“选择程序”(selection procedure)，他将选择程序视为检验假说证据的标准。他给出了

一个例子：对于“所有的 P1 是 P2”形式的假说，有以下两个选择程序： 
SP：在时间 T 之前和之后选择 P1 来进行观察。 
SP2：仅时间 T 之前选择 P1 来进行观察。 
阿钦斯坦认为一般而言，只有在选择程序 SP1 的条件下收集得到的证据才是假说“所有的 P1 是 P2”

的合法证据。因此，就可以推断说，产生绿蓝悖论的原因是因为选择证据的程序是不正确的。人们如果

只考察在时间 T 之前收集到的证据，并不能合法地得出“所有的 P1 是 P2”的结论。[5] 
但是他并不认为所有假设都应该遵循 SP1 而非 SP2。在绿蓝悖论中，他认为我们判定翡翠都是绿色

这一假设遵循 SP2 就足够，也就是搜寻特定时间 T 之前的翡翠为绿的证据即可；而判定其为绿蓝色，则

需要遵循 SP1，即既要搜寻特定时间 T 之前的翡翠为绿，又要搜寻 T 之后的翡翠为蓝的证据才可以。 
之所以遵循的选择程序并不相同，他给出的解释是，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字典上有绿色和蓝色，

并没有绿蓝或蓝绿这样的词，我们的字典也不会根据绿蓝或蓝绿和一个特殊的时间来定义绿色或蓝色。

在我们的世界中，即使使用的语言不同，但不同语言的词典中都没有绿蓝或蓝绿性质的词汇。因而即使

我们要证明翡翠是绿色的，遵循 SP2 更能够节约时间。但是绿蓝和蓝绿则不同，这种词汇对我们来说太

过复杂，并不是我们使用词典中自然的、正常的词汇，因而在我们的世界中就缺乏说服力，所以不能遵

循 SP2，而是得遵循 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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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有这么一群人，这群人与我们相反，对于他们来说绿蓝和蓝绿为基本属性，这两

个词是在字典里出现的基本的、正常的词，并且他们用这两个词来描绘绿色和蓝色。他们与我们所采取

的选择程序并不相同。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在物理意义上来讲，是不可能的。阿钦斯坦认为我们

并不是这种人，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人存在。 
根据他对于证据的定义，我们目前所获的证据 e 能够作为假设 h 的潜在证据(potential evidence)，如

果 e 是 h 的潜在证据并且 h 是正确的，那么 e 为真实证据(veridical evidence)，而科学家所追求的就是真

实证据。但是目前所检测到的证据根据选择程序的判定，不能作为假设 h’的潜在证据，如此也就谈不上

真实证据了。 
阿钦斯坦的解决方案是从证据的来源出发，企图用证据的不合法性来说明假设 h’的不合法性，以此

避免悖论的发生。其对于析取谓词以及非析取谓词的定义与卡尔纳普提出的“定位谓词”(positional predict)
与“纯定性谓词”(purely qualitative predicate)的区分相类似。定位谓词即是指对空间或时间位置有某种限

定的谓词，纯定性谓词则没有这种限定。阿钦斯坦也是对谓词进行区分，然后根据证据来源来解决这一

悖论。但是阿钦斯坦对于选择程序的选择并不完全清晰。比如他在选择程序中认为考虑到时间因素，日

常生活中的人们想要得到假设 h 可遵循 SP2 即可。但是人们遵循 SP1 所得到的证据岂不是更加严谨。 

3. 探析范式模型的解悖方案 

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到的范式模型的概念[6]。他用范式模

型来解释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范式取代一个范式的革命式进行。在常规范式之下的科学

家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在这一范式内不断完善比如完善数据之类，但在之后的研究中可能就会发现用现有

范式理论无法解释的异常，这时候就会出现革命的先兆。但是抵制新范式的科学家并不是异端，这是正

常的、自然的。库恩认为科学家选择新范式还是坚守旧范式有很多的个人因素。处在不同范式下的科学

家所看待问题的方式、语言、角度不同，他们之间难以互相理解，但是这是正常的。 
如果以库恩的范式理论去看待绿蓝悖论呢？[7]绿蓝悖论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假设 h (所有翡翠都是绿

色的)与假设 h’ (所有翡翠都是蓝绿的)在特定时刻 T 之后所预测的结果是相矛盾的。一般而言，很多解悖

方案都是从假设入手，通过各种方法检验判定来否定其中一个假设而支持另一个假设。比如上述阿钦斯

坦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此，通过证据的来源的不可靠性，说明先得到的证据 e 只能支持假设 h，而不能支持

假设 h’，因而 h’并不能成为科学的假设。但是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看待这一问题，就目前所检验到的

证据 e 来说，处于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家受自己的理论所影响可能对其的解释就并不一致。这些科学家用

不同的语言与术语去解释这一证据，并且他们之间可能也很难交流或者互相理解。也不存在哪一假设优

于另一假设的说法，只是所处的范式不同，所以对其的表述解释并不相同，他们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都能

够解决目前的问题。就绿蓝悖论而言，无论是假设 h 还是假设 h’都能都能够解释目前的情况，并不存在

哪一假设优于另一假设。 
另外，绿蓝悖论的出现也是在诸多条件下在能够形成，这一悖论也有可能在某一种范式下才存在的。

古德曼发现这一悖论也是在尼科德(Jean Nicod)标准的背景下。这一标准简单来说便是假设有一个“所有

A 是 B”形式的假设，那我们可以把它等价于“所有不是 B 的东西都不是 A”，每出现一个是 B 的 A，

那上面这个假设为真的概率就上升；出现一个不是 B 的 A，那么这个假设就被推翻；任何不是 A 的东

西都不提供任何信息。这种标准基于确证事例，尼科德标准也可表述为：普遍的陈述被它们肯定的事例

所确证。在这一标准下，绿蓝悖论才能存在。但是，就如旧范式向新范式转换一样，尼科德标准一旦不

能对某一出现的问题进行解释，可能就会被新范式所取代，这样在尼科德标准下德绿蓝悖论也就不会产

生。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8279


刘蕾 
 

 

DOI: 10.12677/acpp.2023.128279 1684 哲学进展 
 

4. 比较三种解悖方案 

古德曼的解决方案就在于诉诸牢靠性。由于绿色比绿蓝更牢靠，因而假设 h’被假设 h 所覆盖。阿钦

斯坦并不否认绿色是一个更牢靠的术语，它在我们已经接受的假设“所有 a 都是 b”中，它比绿蓝出现的

频率高得多。但是他认为古德曼并没有解释我们为什么接受“所有翡翠都是绿色”比“所有翡翠都是绿

蓝”的形式要更频繁？他认为古德曼只是接受了这一问题，但没有回答这一问题。[4]阿钦斯坦认为他回

答了这一问题，因为绿蓝是析取谓词，而绿色不是。但是追溯到阿钦斯坦如何定义并区分析取谓词和基

础的谓词就会发现，尽管析取谓词有析取形式，所遵循的选择程序不同，但是他最终还是将谓词的区分

诉诸于日常语言的使用。因为字典上没有绿蓝和蓝绿，我们的字典并没有根据绿蓝或蓝绿和一个特殊的

时间来定义绿或蓝、在其它语言的词典中也没有绿蓝或蓝绿性质的词汇。因而如果我们要证明翡翠是绿

色的就遵循 SP2，要证明翡翠是绿蓝的就遵循 SP1。实质上他没有解释清楚选择程序的运行机制。他与

古德曼一样，也是诉诸于日常语言的牢靠性和习惯性。 
用范式模型来试图解决绿蓝悖论提供了一条启发性的思路。古德曼和阿钦斯坦的解悖方案都是从前

提出发，区分谓词之间的不同来试图解决结论的冲突。但是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从结论出发，说

明两个结论其实并不冲突来说明这一悖论可能并不存在。 
对于因为所处范式不同，所以结论并不冲突的说法，与斯莫尔(Kenneth Small)的论证似乎有些相似。

在斯莫尔看来，当谈论以绿蓝和蓝绿开始时有三种可能情况，其中一种正符合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情况，

即有一种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将其称之为土星人)，他们并不需要借助蓝色或绿色以及时间位置，就能够直

接辨认出任一事物是否绿蓝或者蓝绿。[2]假设土星人使用的绿蓝与蓝绿记为“glef”与“brid”，在特殊

时刻 T 之间，土星人与地球人对于翡翠的沟通并没有问题，在地球人眼里土星人嘴里的“glef”、“brid”
与绿、蓝是可以互相翻译的，但是时刻 T 之后就出现了问题。对此地球人又用绿蓝和蓝绿去翻译“glef”
与“brid”，但是他们知道并不能保证土星人的用词的意思在他们看来不会改变，这只是权宜之计。地球

人和土星人在生理功能上并不相同，对于绿、蓝的含义与可投射性取决于地球人的用法，而“glef”、“brid”
的含义和可投射性取决于土星人的用法，因此这两对谓词的证据和假设都能彼此独立，结论并不矛盾。

土星人与地球人就像是在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家们，采用的理论并不相同，但是他们的结论并没有冲突。 
对于绿蓝悖论的解悖方案层出不穷，但往往存在争议。绿蓝悖论作为归纳逻辑中的一大谜题，其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有的归纳法所存在的局限性。想要提出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仅仅采取对谓词进行区

分的方法或概念解释的方法可能并不足够，对现有归纳模式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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